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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留良的《中庸》诠释及其思想建构 

申祖胜
1
 

(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，福建 厦门 361005) 

【摘 要】：吕留良为清初朱学代表，其有关《中庸》的诠释，可以说是“接着”朱子讲的。他一方面顺承朱子

《中庸章句》解说的脉络，延续朱子《中庸》诠释的问题性，吸取了前者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，同时又针

对俗学、异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。如针对异学之以圣人之教为外铄的错误看法，吕留良认为性、道、教

内在关联，且以道为中心，性上着不得“修”字，提倡“修道而性复其中”。另外，他否定了以心之动静时节来区

分戒惧与慎独工夫的做法，指出戒惧与慎独并非平行对立的两对工夫，而是两节工夫。在对“尽性”的理解上，吕

留良亦指出“尽性”并非异端所言之见性、了性，“尽性”其实包含了内外、彼我两面，是内而尽己，外而尽人、

尽物的一个兼而尽之的过程。吕留良的《中庸》诠释在清初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，是清初朱学复兴的一个反映，

了解其思想，对于把握该时代整体思想状况具有重要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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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留良(1629-1683),浙江崇德(今属桐乡)人，字庄生，号晚村，曾用别名光轮，又字用晦，晚年为拒清廷举荐，削发为僧，

名耐可，字不昧，号何求老人，后人多称之为晚村先生。晚村为学尊朱辟王，推明儒学本旨，精治《四书》,详辨夷夏之别，其

著述由门人辑为《吕晚村文集》《四书语录》《四书讲义》《吕子评语正编》等。《四书讲义》一书为晚村门人陈鏦所编，先是坊

间有晚村《四书语录》之刻，鏦以为其中多混杂，且有妄意增删之处，故别为编刊《四书讲义》。据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

称：“留良之意，以为欲明孔孟之道，必求诸朱子之书，故书中悉就朱注发挥。然体会有得，多有比朱注更精更切者，时亦自

出己意，不能尽合朱子。抑或过于回护朱子，不能尽衷于是。要之自成为吕氏之书，非一般遵朱不敢失尺寸者所以同语也。”[1]1060

本文以《四书讲义》中论及《中庸》部分的思想为对象，对其《中庸》心性学进行一些基本分析。1 

一、“修道而性复其中” 

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,这三句话是《中庸》的开端，如何理解这个开端，是进入《中庸》的关键。《中

庸》一书中几个重要的形上思想观念皆见于此，三句话句式相同，递进贯联，以“之谓”一词将天命、性、道、教结成一个相

互通达，并形成彼此支撑的结构。依清人戴震对“之谓”一词的说明，“之谓”是“以上所称解下”。[2]22据此，《中庸》开篇所

关注的对象是性、道、教。然而，何谓性，何谓道，何谓教?《中庸》一书并不将此三概念孤立理解，而是放在由天命、性、道、

教构成的整体“境域”中加以诠释展开。在此“境域”中，天人相通，性与道、教各在彼此的照看之中开启自身。天是纯一不

已的形上实体，是生生之德。命是流行之意，所谓“天命”,指天德流行活动这一事实。天道生生不已，流行而下达于一切存在，

而形成万物之性。此性虽有己、人、物之分，却贯穿着同一性质。率性偏指人而说，人之依循着性体而努力去实现之活动，便

是“道”,此“道”由“性”出，并由“教”明。2《中庸》开篇的三个命题，简练地概括了先秦儒家性命天道思想的架构，为后

来儒家学者广泛接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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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明理学所分析论究的范畴、命题、问题等可能和先秦儒学存有差别，然而在天人合德认知上，在下学上达这一工夫取径

上，这两个阶段的儒学并没有根本差异，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在这些地方是一脉连贯的。当然，尽管说一脉相连，但理学家对

《中庸》的诠解仍有其自身特色。以朱子为例，他注解《中庸》是将二程之“性即理也”思想与《中庸》联结起来。朱子“以

‘性-气’二元论为基点，以道心、人心对应于性命、形气，但同时突出性即理，强调人之性受之于天之理，天之理具于人之性，

所以人性即是天命之性。由于人的气禀使得人之本性的表现受到气的影响和遮蔽，所以人不能自然而无所修为，必须修道立教，

以戒慎恐惧和慎独的功夫，在未发和已发的时候都用力修养，强力人为，通过明善致知和诚身存心两方面同时努力，以全其性

之本体，渐入于中和圣域。在这种诠释中，天命之性是起点，但最后落实在修道之教的功夫，而修道功夫需诚明两进，不能偏

废”。[3]朱子对《中庸》的诠释，开出了一条新的诠释方向，这也影响了吕留良。 

吕留良有关《中庸》的诠释，一方面顺承朱子《中庸章句》解说的脉络，延续朱子《中庸》诠释的问题性，吸取其许多的

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，同时又针对俗学、异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。3 如其对《中庸》首章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

道，修道之谓教”的解说： 

一部《中庸》,只明一“道”字，故下节即接“道”字说去。性者，推道之原，教者，明道之事，三句总以言道也。首句从

天说来，末句从圣人看出，中间率性又人与物共，要之此道为吾之所固有，只在吾身一看，则天与圣人、人、物总在这里，《中

庸》拆开说有此层次耳，天与圣人即吾身是，性、命与教即吾身之道是。 

性、道本不可分，但性上着不得“修”字耳，实则修道而性复其中。看注云“性道虽同，气禀或异”,则上二句一并注下此

句，全部《中庸》只完得修道之教也。 

“修道之谓教”一句，是子思全部总叙，上二句是此句楔子，此以下至终篇，皆所以修之法也，故此句须直承第一句说。

礼乐刑政，即是天命之性，告子、陆子静、王伯安以能视听言动为性，只为脱却第一句，看仁义礼智都是圣人强名设教，初非

性中固有，即老庄“剖斗折衡”之旨，不知正因能视听言动之性，非天性本然，率循不得，故烦圣教耳。彼所谓性道，乃圣人

之所欲修去者也。若单承第二句，便堕此义。[1]520-522 

对于《中庸》首章所言性、道、教三命题，吕留良认为三者内在关联，且以道为中心，而全部《中庸》无非只得修道之教。

若以一句话概括吕留良《中庸》思想主旨，正是“修道而性复其中”。显然，这是一种复性说的思维模式，与程朱一致。如果

单从对《中庸》的整体解说模式看，吕留良称不上“创造”,实不脱朱子旧套。然而，留良非仅简单地复述朱子旧说，他又在朱

注基础上作了不少细微处的阐明，加之这些论述是在对治“俗学”“异学”基础上所作的阐发，所以应视其是“接着”朱注讲

的。要之，朱子《中庸章句》虽称得上体宏思精、琢玉功深，但亦有其隐而不显、喻而不详的地方，吕氏“讲义”之值得重视，

正在此处看。 

在吕留良看来，性是属于客观普遍性的范畴，天下无性外之物，人、物性命皆本于天。天既是事物当然之理的源头，也是

人所赖以应接事物的内在德性之源。换言之，对于一切存在者来说，天提供了一道德形上学(存有论式)的根据。吕留良道：“群

言淆乱，总不知天，因疑及圣教，知天则下面都不错。”[1]519天道生生不已，亘古常在，人性、物性之成就，正是天道生生在己

之体现，天“生”与己“成”统一于道体流行之中。只是因为各人禀气不同，存在偏胜阙欠之异，是以不能皆完理之固有，此

即需要圣人品节裁成之。然而圣人之教，亦不过依各人性命原本涵具之仁义礼智开显之，并非强名设教，斫损人之本然天性。

异端俗说之误，正在其认“性”不确，连带至以圣人之教为外铄。 

对于“率性之谓道”,吕留良称： 

“率性之谓道”,只说个道理本然如是，不是生安自然，生安自然，亦是下句中注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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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率性”,是指理上事，而气在其中，所谓自然者，谓“率”字不说工夫耳。人欲讲得“自然”二字微妙，遂说入化机自动，

不知其然处，不知此只得气上事，乃二氏之自然，非圣人所言之自然也。” 

日用当行之路，即有不行，路未尝不在，不行者不过在上面过不及耳，故曰可离非道也，不可离者率性故也。[1]520 

对于异端俗说之以“生之谓性，作用是性，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”,吕留良始终持警惕与批评的态度，指称其“本领不

是，一齐差却”。[1]519和程朱一样，吕留良认为性是实理而绝不会空，而实理之性正是仁义礼智。在这个理论前提下，性、道无

内外，性、道不可分，人们对仁义礼智信五常的践履，正是性理本身的要求，是自然而然、自己如尔的。顺此思路，天命于人

为性，同时即规定了人之所应是，规定了其所行之律则，其表现于行为，即“道”。但吕留良也认识到：“人生质量各异，非

过即不及，不能中道，所以有圣人之品节，乃所谓修也。”
[1]521

性先天本善，实着不得一“修”字，只能借助圣人之教化，所谓

“修道而性复其中”。对一般人来说，虽不免有因“意、必、固、我”而遮蔽本然善性之可能，4但道却不曾抛弃他，只要他认

识到自身的道，自觉按照这个道去行，就会走上正途，所谓“道不远人”是也。人当善于自求反修，而不能放松道德修持，在

现实当中，必须透过工夫实践方能具体而真实地证明人性与天道相通之理，实现天人合德。 

二、“戒惧兼动静，慎独在动几” 

《中庸》首章在提出性、道、教三命题之后，紧接着便说：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

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，莫隐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。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

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道是本性之德，亦是日用常行之理。所谓“不可须

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”,这是一种实然上的必然肯定，而非现实中的已然存在。换言之，这是就规范、当然而言，不是就存在、

现实而言。《中庸》的作者并非告诉我们，道在现实存在上无时无处不相离，而是说要注意不使它离开，由此才合理地引出戒慎

恐惧的工夫，以使之须臾不离。[3] 

《中庸》所言“中和”以及其间所涉及之戒惧、慎独工夫，成为宋明理学工夫论所讨论的中心。众所周知，自二程首提“观

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”修身工夫后，程门弟子及后学如杨时、尹和靖、王苹、张九成、罗豫章、李延平，以及湖湘学派学者等，

皆言及此事。5 而于此间工夫，纠缠反复最多，同时受此工夫论影响最大的，莫过于朱子。朱子心性思想发展之曲折，以及最后

理论体系的完成，都与参究“中和”问题有关。 

在“中和新说”后，朱子以心为通贯动静之主宰，故在未发已发的简别上，亦以心为论述的主轴，此时之工夫论为“静时

涵养，动时察识”与“敬贯动静”。在“中”与“和”的诠释上，朱子认为： 

喜、怒、哀、乐，情也。其未发，则性也，无所偏倚，故谓之中。发皆中节，情之正也，无所乖戾，故谓之和。大本者，

天命之性，天下之理皆由此出，道之体也。达道者，循性之谓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，道之用也。此言性情之德，以明道不可离

之意。[1]518 

在朱子诠释下，性是未发，情是已发，性体情用。正如陈来先生所指出的：“在这个讲法中，‘中’是指性，强调性未发

为情时的不偏不倚。‘和’是指情，指情的发作的合乎节度。‘中’所代表的性是天命之谓性的性，是天所赋予人的性，是天

下之理的根源，所以说是天下之大本。率天命之性而达到和，这是最通达的大路，故说是天下之达道。中是道的体，和是道的

用，体是静，用是动，有体而后有用，体立而后用有以行。这样，朱子就以性情、已发未发、体用的结构疏解了这一段，并把

‘中’与天命之性联结起来了。”[3]顺此思路，朱子又道：“自戒惧而约之，以至于至静之中，无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则极其

中而天地位矣。自谨独而精之，以至于应物之处，无少差谬，而无适不然，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。”[1]518这是指出戒惧是与“中”

有关的工夫，慎独则是与“和”有关的工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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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就朱子《中庸章句》而言，戒惧与慎独有别，戒惧是未发的存养工夫，慎独是已发的省察工夫。至于心在已发状态下是

否要求戒惧?《章句》未有明言，这在《朱子语类》中有所补充，据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二载： 

黄灏谓：“戒惧是统体做工夫，慎独是又于其中紧切处加工夫，犹一经一纬而成帛。”先生以为然。[4]1502 

“戒慎不睹，恐惧不闻”,非谓于睹闻之时不戒惧也。言虽不睹不闻之际，亦致其慎，则睹闻之际，其慎可知。此乃统同说，

承上“道不可须臾离”,则是无时不戒惧也。然下文慎独既专就已发上说，则此段正是未发时工夫，只得说“不睹不闻”也。“莫

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必慎其独。”上既统同说了，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动处，虽至隐微，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，尤当致慎。

如一片止水，中间忽有一点动处，此最紧要着工夫处![4]1505 

朱子指出，戒惧是统体工夫，心无论未发已发皆须戒惧。只是具体到《中庸》文本，戒惧因与慎独相对，故其偏于就未发

时说，慎独则专就已发时说。在朱子看来，人在念虑初动之时，善恶混杂，此时需要格外地醒觉、防检，避免流于自欺，正所

谓“几微之际，大是要切”,[4]2151-2152此时当下慎独工夫，“察之于将然，以审其几”。[4]1343 

吕留良继承了朱子有关戒惧、慎独的言说思路，他更进一步指出，戒惧与慎独是两节工夫，一就统体上说，一就分界头上

说。他道： 

上一节工夫是总冒，此节是细分紧关，分明两节工夫，若作两对说便不是。“不睹”“不闻”,乃语言之妙，为包括睹闻以

形容敬畏之尽，非谓专于此做工夫，亦非谓工夫到此乃妙也。“慎独”节，在交接头上用力，“独”就时地上看，非心中另有

此件物事也。 

戒慎恐惧是兼动静工夫，此节则自静之动分界之几也，时讲与上节对分动静者非是。 

上节是统体处，不专说静；此节是分界头上，亦不专说动。 

此章从天命大原一直说下，故慎独在戒慎恐惧后，若学者下手次第，却须先从慎独做起，看末章自见。[1]524-526 

吕留良否定了以心之动静时节来区分戒惧与慎独工夫的做法，在他看来，戒惧与慎独并非平行对立的两对工夫，而是两节

工夫。他道：“工夫确然两节，然却不是动静截然两对。戒惧是统体，慎独是细分，于关头紧要又加谨耳。若截分动静，是所

睹闻时反不用戒惧耶?圣学随动静做工夫，使此心敬谨，凝一无间耳，无恶动求静之理。”
[1]525

所谓静时涵养、动时省察，既要

存天理之本然，又要遏人欲于将萌。换言之，戒惧与慎独要相互配合，做到动静交相养，如此才能保持此心之清明醒觉。在工

夫下手次第上，吕留良主张要先从慎独做起，亦即从意念初起时做起。他认为，慎独之“独”,是指“人所不见之时境言”,亦

是指“自静而动之交接关头”,即《易》之所谓“几”。吕留良称：“善恶之夹杂从几中生，即其有所未尽，不实用力，便是恶

之萌蘖，此际更加省察，则恶端无从而入，此之谓慎。慎有严善恶意。”[1]42 应该看到，对吕留良来说，慎独工夫侧重于对人心

隐微处起心动念的观照，有突出省察、防御、克治性的一面，此与阳明心学所言“慎独”偏主保任心体之正、不流于昏昧放逸

区别明显。6要言之，吕留良直认“人心亦气也”,[1]562他甚为反对“独体”的说法，在工夫论述上与阳明不恰，亦属自然。 

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吕留良曾将“动静”作了三种意义层面的区分，即：“动静有就理言者，有就气言者，有就时地言

者。”[1]525所谓以理言者，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，动静非截然二分；以气言者，动中无静，静中无动，动静截然二分；以时地言

者，动静指形而下层面的物理动静，此时之动静具体到某一事物。在吕留良看来，周、程以及朱子等人皆是就理言动静，在工

夫层面是随动静做工夫。佛老之徒则是就气言动静，他们将动静截分两段，恶动而求静，只耽于静处玩弄，忽视了心于动静间

皆须做工夫，其所谓清明昏杂，不过只就气上立教，即便清明之时，其昏杂之根本仍未尝泯，是以才到动处便扰乱。可以说，

吕留良是一个力辟佛老而正人心的儒学思想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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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“中”与“和”,吕留良道： 

健顺五常是性，即此性之具于中而未动处谓之中，与太极之无极相似，非性之上另有一件中，犹之太极之上非更有无极也。

异学指心为性，以生谓性，必去理而尊气，遂认仁义亦属后面事，而于上面别指其虚活难言者当之，不知此却是仁义下面东西

也，这里正须明辨。 

发而皆中节谓之和，此不指养成性体，亦不说偶然合节，是言人心性情之德其本来道理如此，偶然者岂能皆中?养成者即下

“致”字中事，养成乃复得此和，非本然之和也。[1]526-527 

吕留良有关“中和”的看法，和朱子略有区别。他虽亦承认“谓中即性、和即道，亦笼统在”,
[1]527

然终不觉这是“中”“和”

之正解。在他看来，“中和”是言性情之德，“中”是指此性之具于中而未动处，“和”则是指情之发而皆中节。要之，中虽

与性有关，和虽与情有关，但直接称中即性、和即情，仍不甚妥。实际上，中和是顺着“天命之谓性”直下言说的，指性情之

德本来如是，是一种先天存在论式的描述。相反，戒惧、慎独则是后天之工夫。若谓中和惟经戒惧、慎独方可致得，则无异于

以“后天”保证“先天”,显系乱道。当然，中和又非与戒惧、慎独不相关，戒慎、慎独始终是必要之工夫。正如我们在前文提

到的，实然层面的必然肯定并不代表现实层面的已然实现，所以“中和虽固有之德，然不致亦不能有之耳”。
[1]528

此“致”正是

指工夫，有关“致”字工夫，吕留良道： 

中和只是此中和，工夫亦只是戒惧慎独，于戒惧慎独中做到积累纯熟极尽处，才叫得“致”,才有位育效验。 

“致”字从戒惧慎独推至于中和之极而言，若未到极处，有一分中和，亦必有一分应验，但要到“位育”则非致极不可耳。

俗解似一戒惧慎独便了，全无实际，安得不以位育二句仍纳入性体中胡说乎?不知注中“自戒惧而约之”两段中，工夫层级正有

在，以位育为尽头实证耳。[1]529-530 

在吕留良看来，“致”字须就工夫与效验层面统全看。就工夫层面，“致”字工夫之切实入手即指戒惧与慎独。而工夫与

效验紧密相关，有一分工夫，即得一分效验。“致”又指戒惧、慎独工夫做到积累纯熟极尽处，是以谈“致”,即关联着谈“位

育”效验。如说“致”是工夫尽头，则“位育”正是效验尽头。吕留良称：“位育是实事，不是悬空影响”,[1]530这和二氏将“位

育”纳入性体中说根本有别。事实上，对儒家学者来说，“明道”与“行道”始终一体相关，《中庸》第六章：“子曰：舜其大

知也与!舜好问而好察迩言，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而用其中于民。”古解“庸”为“用”,理学家亦肯定之，中庸的道理离

不开人伦日用。在这个意义层面，“发而皆中节”之“和”,其实也是在“用中”的意义上讲，“位育”不能“缩入内来”不作

实事理解，自是明矣。 

三、至诚与尽性 

《中庸》的道德体系，是以首章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而展开的，最能呈现“天命-性-道-教”这一整

体架构的概念首推“诚”。“诚”是《中庸》核心的哲学范畴之一，是天道与人道得以连接的枢纽。据朱子《中庸章句》本，《中

庸》一书中言“诚”的章节计有第二十至二十六章，以及第三十二章，此间所谈论之“三达德”“五达道”“九经”以及成己、

成人、成物等，无一不与“诚”有关。 

“诚”既是沟通天道与人道的桥梁，也是道德修养的途径和工夫，“诚”之中心是围绕着成德尽性问题。在天道层面，“诚”

具有本体的意义，天道之“诚”是创生万物的本体，具有生生不已的动力。《中庸》道：“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”对万物

而言，天道“生生”才使万物开始与结束，没有这种“生生”动力，便不会有万物的存在。“诚”字在此正是用以呈现天道的

这种特性，所谓“至诚无息”是也。除了作为天道“生生”的本体之外，“诚”在人道层面则是“天命之性”的呈现。《中庸》

第二十一章道：“自诚明，谓之性；自明诚，谓之教。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”《中庸》对人性论的立说，绝非仅止于人性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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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范畴，而是分别从天、道等终极实体出发，描述人性，它建构了一个以“诚”概念来沟通天人的机制。7“诚”之于人，既可

名其本质，亦可状其境界，由本质至境界之呈现历程，即是“成己”,而参赞天地之化育，彰显人、物之性体，成就人、物之价

值，即是“成物”。“成己”是仁，“成物”是知，皆为性之德。 

吕留良认为“诚”兼二义，他道： 

全部“诚”字有二义，在天地为实理，在人为实心。[1]561 

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”,此两句且悬空说，正以不粘煞工夫为是，工夫在下段也。天人分说两件，到人身

只是一件，诚之者所以诚其天道之本然也。 

“诚”只一诚耳，由生初迄成功无或二也，但中间多一番工夫转折，分出天人耳。[1]602 

“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”,两句同一“则”字，上“则”字快，下“则”字迟，上“则”字直，下“则”字曲，世间除却生

安一二人，其余皆“自明诚”者也。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所以明，笃行所以诚，使谓只去笃行而不必由于学问思辨，则吾

不知其所谓行者是行个甚?笃又是笃个甚?[1]606 

在吕留良看来，天人相通，“诚”为天所命之人性的内容，是以人不但是道德的实践者，也是天道意义的完成者。由于天

道之意义必待人性主体的道德实践方能彰显，故人应以切身的实践体验来穷究人之存在的意义，以及其与天道之间的关系。 

《中庸》提出两种实践“诚”的方法，即“自诚明”与“自明诚”。在吕留良看来，由“诚”至“明”易，由“明”至“诚”

难。“自诚明”其实是圣人境界，非生命之至纯至粹者不能，世间除却生安一二人外，其余皆“自明诚”者，所以吕留良更为

重视后者，因其更具普遍性。对于“自明诚”者来说，笃行固然重要，然而“明善”则是首要，所谓“知先行后”,真知了才能

行。客观来说，“明善”之“明”的观念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人之遭遇时常是善恶交杂的，需要明确的价值判断，以明辨善恶，

辨别善恶之后才能确立善的标准。《中庸》称：“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”“明善”的具体步骤是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

此之后则是笃行，择善而固执，这样才能保证道德实践的完整。 

就《中庸》文义来说，“诚”与“尽性”为平行概念，“诚”作为《中庸》思想之工夫要义，与“尽性”可以相互证成。

前引《中庸》第二十二章称：“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

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可以看到，“尽性”其实包含了内外、彼我两面，是内

而尽己，外而尽人、尽物的一个兼而尽之的过程。[5] 

有关“尽性”,吕留良指出： 

“尽其性”,人性、物性，各有实事，必知明处当，巨细精粗，无毫发之不到，此之谓尽，非异端之见性了性也。时解每云

一尽其性，人物无不尽在里许，是弹指出定三界一切惟心造矣。 

诚若人言，一尽性无不尽，《中庸》何用多此叠句法，自取支离之诮耶?其性中包得人物，是理一；其性中混不得人物，是

分殊，两者阙一边讲便不是。 

圣人知明处当，本领于尽性中具备，而要其所为尽处，于人于物，又自有各正之理，善推之序。[1]607 

吕留良指出，“尽性”并非异端之见性、了性，他十分重视人、物上的对象性和事为上的落实性，如他道：“人性、物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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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实事，必知明处当，巨细精粗，无毫发之不到，此之谓尽。”事实上，“尽性”之实现，不能单靠反观内省，还须藉着对

人伦、物理“无一之或遗”的详尽考察，虽圣人亦不能外，这也是为何程朱理学要格外强调格物穷理的缘由。此外，吕留良继

承了朱子“理一分殊”思想，他认识到尽己之性、尽人之性、尽物之性，三性间既有其同，亦有其异。所谓“理一”,是就“万

物一源”层面讲，人物之性皆有得于天地生生之大德；所谓“分殊”,是就气禀层面讲，人物存在禀气上的深浅、多寡、开塞、

偏正之不同。因“理一”,是以尽己性之时同能尽乎人、物；因“分殊”,故尽性之法不得不有所不同。 

清初儒学在走过晚明融会三教、心性本体高峰后，再次将为学重心定位在居敬穷理等德性修养之基本工夫上。正如梁启超

所指出的：“清初因王学反动的结果，许多学者走到程朱一路。”[6]117吕留良有关《中庸》的诠释，正是立基于尊朱黜王的整个

时代大背景下而展开的，他可以说是“接着”朱子讲的。吕留良一方面顺承朱子《中庸章句》解说的脉络，延续朱子《中庸》

诠释的问题性，吸取了前者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，同时又针对俗学、异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。如针对异学

之以圣人之教为外铄的错误看法，吕留良认为性、道、教内在关联，且以道为中心，性上着不得“修”字，提倡“修道而性复

其中”。另外，他否定了以心之动静时节来区分戒惧与慎独工夫的做法，指出戒惧与慎独并非平行对立的两对工夫，而是两节

工夫。在对“尽性”的理解上，吕留良亦指出“尽性”并非异端所言之见性、了性，“尽性”其实包含了内外、彼我两面，是

内而尽己、外而尽人、尽物的一个兼而尽之的过程。吕留良的《中庸》诠释在清初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，是清初朱学复兴

的一个反映，了解其思想，对于把握该时代整体思想状况具有重要意义。 

参考文献： 

[1]吕留良.四书讲义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7. 

[2]戴震.孟子字义疏证[M]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. 

[3]陈来.朱熹《中庸章句》及其儒学思想[J].中国文化研究，2007(2):1-11. 

[4]朱熹.朱子语类[M].黎靖德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6. 

[5]陈荣开.朱子对《中庸章句》第二十二章的解读[C]//陈来.哲学与时代：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.上海：华东师范

大学出版社，2012. 

[6]梁启超.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[M].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04. 

注释： 

1 一直以来,有关吕留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民族思想的表现方面,对其理学思想的研究,则往往是点到即止,这与吕留良在

清初理学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。清康熙年间,杨瑄在为董采《始学斋后远游草》所撰序言中即言称:“二十年来,晚村吕先生以

伊洛之学崛起女阳,其英华发越,流布远迩。”(董采《始学斋后远游草》,见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98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

年,第 456页)这即说明吕留良的理学思想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号召力。 

2 有关天命-性-道-教构成的“境域总体”,陈赟认为,“‘境域’不是平面性的,而是立体性的;不是静态的,而是动态的;不

是现成性的,而是构成中的。一言以蔽之,‘天命-性-道-教’的‘境域’本身意味着一条生成过程中的‘道路’、一条展开过程

中的‘通道’、一种保持在当下发生本性中的‘引导’”。参阅《中庸的思想》(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7年版,第 77页)。 

3所谓“俗学”“异学”,据吕留良称:“俗学者,今之讲章、时文也;异学者,今之阳儒阴释以讲学者是也。”参见吕留良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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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国《四书讲义》,第 3页。 

4《论语·子罕》:“子绝四:毋意,毋必,毋固,毋我。”儒家一向认为“蔽”是造成人们在获得正确认识的过程中产生错误

的原因,如《论语》言“六言六蔽”,孟子亦称“不思而蔽于物”,荀子更以为凡欲恶、始终、远近、博浅、古今之异,皆可为心

之蔽,故创为“解蔽”之说。 

5《宋元学案·豫章学案》称:“观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”是“明道以来,下及延平,一条血脉。”见黄宗羲等编,陈金生、梁

运华点校《宋元学案》卷三十九,第 1277页(北京:中华书局,1982年版)。 

6 王阳明所理解“慎独”之“独”,不是朱子所言“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”的经验意识,而是认为“独”即所谓良知,阳明

道:“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,不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。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,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。”(邓艾民:

《传习录注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版,第 273页。)吕留良批评此理解之不当道:“‘隐’言暗处,‘微’言细事,俱在机候

上看,注中的确分明。人多将隐微说入心境秘密处,此即‘独’字下加一‘体’字,以为宗旨之谬妄也,故其语意又似诚意,又似致

知,自指划一番道理,于‘中庸’本义,不知说甚!”参见吕留良撰、俞国林点校《四书讲义》,第 524页。 

7就《中庸》所言“诚者自成也,而道自道也”,时说多有误解之处,吕留良予以细致辨明道:“物物必有此实理,而成其为物;

在一物必有此实心,而实理乃成。如物物统体一太极,一物各具一太极之意,盖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物,不待人力安排,然其道必不

能自行,故道必责重之人。如牛之任重,马之行地,亦自其实理自成,然任重行地之道,必须人使之,马牛固不能也。曰:若说天下有

自然之成,则‘自’字恐易错入老庄去。曰:不然。老庄之自然,犹阳明所揭良知之‘良’字,不过欲打灭学虑之苦,理义之障耳。

游广平杨龟山以此意解两‘自’字,故朱子辨之。若朱子所指自然,乃万物所以自成之理,与彼说有空实之别,相去天渊,不得以其

说之谬而并废正义也。”又道:“两‘自’字指本然之理,兼责当然之功,非谓本之自己者为真,而在宇宙事物教学者皆伪也。此

皆为良知之说所误。”参见吕留良撰、俞国林点校《四书讲义》,第 614-615页。 


